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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政策参与的实践路径
∗

———从接诉即办改革到政协民主监督的新探索

涂　 锋

内容提要：民主参与对于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意义重大。 在治理实践中，聚焦

公共政策的民主参与具有广阔发展空间。 立足政策过程的各具体环节，可以将民主参与

机制构建于政策运行的全过程与全链条。 在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的最新探索中，这一全过

程政策参与的理念获得了完整的实践路径。 改革创造性地将政协民主监督与原有机制相结

合，使得公众参与覆盖了城市治理的全部政策环节。 在新的改革实践中，围绕接诉即办的

“每月一题”机制，在政协层面设立了针对性的议题监督小组。 由此，公众对初始议程及最终

评估环节的参与是基于个体诉求数据的汇总而实现。 同时，议题监督小组再为公众提供了

一个兼具组织性和互动性的新参与途径。 这样，公众意见就能有效传递到方案、决策、执行

等中段环节，政策参与的全过程覆盖也得以落实。 在这一全过程政策参与的新机制运行中，
人民政协成为社会公众有序参与的重要载体，其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角色也得到充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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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①。 习近平总书记

也明确指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②。 其中，
聚焦人民对公共政策的民主参与具有重大意义。 立足公共政策的全链条及全过程，在议程、决
策、执行、评估等各政策环节构建多元有效的参与机制，就可以实现政策参与的全过程覆盖。 在

拓展全过程政策参与，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方面，北京市的接诉即办改革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

尝试。 尤其是自 ２０２３ 年以来，创新性地将政协民主监督与“每月一题”机制相衔接，既有改革得

以进一步深化。 新的改革探索出一条全过程政策参与的实践路径，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民主权

利也得以在城市治理中有效落地、有序运行。

一、问题提出：政策导向的参与实践路径

民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鲜明特质，也与国家现代化紧密相关。 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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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依据和现实路径研究”（２３ＢＺＺ００５）和北京市社会科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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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并视之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本质要求。 近年来，全过程人民民主从理

念、论述及学术层面开始转化为丰富活跃的政治实践。 从经验角度考察，其发展主要围绕两个领

域。 其一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相关的制度实践。 主要包括相关重要法律的修订、重要制度机制的

完善等。 其二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相关的参与实践。 主要包括在各类协商、行政、监督等领域的新

做法，在各地基层群众自治领域也有着形式多样的新探索①。 两相比较起来，前者是从国家治理

体系的维度来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而后者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更侧重人民政治

参与的维度。
与此同时，当代中国的政治参与实践服务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目标，也就必须遵循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也正因如此，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们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

体系，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②。 就国家治理现代化来说，有序政治参与的实践范围是多样化

的，可以覆盖立法程序、司法监督、基层自治、公共政策等不同领域。 其中，政策参与具有巨大的

发展空间，也是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的一个关键领域。 一方面，发展政策参与坚持了以

人民为中心的实践导向。 公共政策领域范围广泛，涉及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公共政

策的成效更是与人民群众的切身权益紧密相关。 另一方面，发展政策参与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

国家治理目标。 中国作为“超大规模社会”的性质表明，其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弹性、协同性等特

质都指向了公共政策的变革要求③。 由此，就可以形成一条经由公共政策优化推进国家治理现

代化的可行路径。
进一步说，有序政策参与意味着民主参与和公共政策之间要形成制度化和组织化的渠道。

在西方国家，这一渠道是经由竞争性的政党与社会利益集团来建立的。 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全

过程人民民主聚焦于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民主参与的基本特征是强调协商性而非

竞争性，在实践中也是以凝聚共识及问题治理为导向。 在这一前提下，协商民主就必然成为践

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 在中国政策参与的实践中，人民政协也就具有其不可替代的

优势。 新时代以来，以人民政协促进民主参与得到大力推进。 政协协商有效衔接基层民主，向
城乡基层下沉，形成联动性协商、小微协商等新特点④。 各地基层也通过民生议事堂、委员工作

室、调研监督与提案征集相结合等创新形式，进一步完善了政协民主监督与委员联系群众的制度

机制⑤。
伴随着实践发展，人民政协还可以在促进民主参与方面扮演更积极角色，使政策参与从基

层领域扩展到地方治理层面。 通过政协监督推进社会公众的政策参与，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

的最新探索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实践个案。 从源头上说，这项改革是立足市民服务热线平台，构
建一个快速响应、高效办理市民诉求问题的为民服务机制。 从 ２０２３ 年初开始，北京市进一步

将政协民主监督融入接诉即办专项改革之中。 围绕市民诉求所形成的年度重点政策问题，北
京市政协建立起针对性的议题监督小组。 这些监督小组与议题相关的政策部门合作，进行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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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全过程人民民主新实践的研究，参见张树华、王炳权等：《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版。 聚焦人大履职的研究，参见程竹汝等：《全过程人民民主：基于人大履职实践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 此外，围绕社区治理、基层立法和环境保护等领域实践案例的研究，可以参见汪仲启：《民心政治：生活中

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学林出版社，２０２３ 年版。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 ３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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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秀玲：《我国基层协商民主新动向及其瞻望》，《求是学刊》，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关于地方创新实践，参见全国政协举办的相关专题培训班综述。 刘彤、吕婉莹：《更好服务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发

展》，《人民政协报》，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５ 日。



续性的调研、协商及建言活动。 笔者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课题组针对接诉即

办改革及后续的政协民主监督进行了长时段的持续调研及研究①。 研究发现，通过政协民主监

督这一形式，社会公众的意见不仅为各政策部门所吸纳，而且被反馈到党政决策层面。 由此，政
策参与实践覆盖到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从而构建起一个全过程政策参与的实践路径。 本文将

围绕北京市的这一最新改革实践，详尽完整地考察政协民主监督如何促成政策参与的全过程发展。
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将拓展更宏观层面的分析，探讨人民政协制度对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独特

价值。

二、政策过程视角中的接诉即办改革

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发端于 ２０１７ 年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模式。 在得到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肯定之后，北京市于 ２０１９ 年正式启动接诉即办改革。 改革的基本做法是建立起

一个依托市民服务热线主渠道，以群众诉求为“哨声”，承办单位快速响应、高效办理、及时反馈

的为民服务机制。 同时，针对群众诉求反映的高频共性难点问题，在市级层面建立“每月一题”
机制，出台措施进行主动治理②。 对于这项改革实践，学界的研究一般采取城市治理及基层治理

的视角，包括治理的理念创新、运行机制及绩效改善等。 其中，有研究是从互动治理的理论出发，
考察接诉即办相关的反馈、考评、激励、学习等各项具体机制，并将这一改革视为超大城市的治理

试验③。 也有研究深入社区层面，发现经由社区治理流程再造、治理职责重配、治理绩效考评等

方式，改革提升了社区治理的效能，进而实现了以居民诉求为导向的社区治理模式转型④。 源于

热线平台的大数据特征，数字化治理也是个常用的研究视角。 其中，有研究是聚焦政务热线和政

务数据如何引发超大城市的社会治理创新，从民意识别、分类聚类、风险预测、决策辅助等角度去

考察数据驱动下的城市治理能力提升⑤。 也有研究是从定量角度切入，以改革中的月度街乡镇

排名数据为依据，确认了党建推动和绩效差距对于基层治理绩效的提升作用，同时也考察了绩效

排名机制对于基层竞争的不同影响⑥。
相比而言，本研究是选取政策参与视角来分析接诉即办改革，因此将聚焦两个方面：其一

是改革的政策过程，重点是既有的改革措施。 从议程、决策、执行等政策环节出发，解释接诉即

办改革与经典的政策过程模型的关联性，并借此深入考察改革措施的具体运行及实施进程；其
二是改革政策的参与机制，重点考察 ２０２３ 年以来的新举措。 以前述政策过程分析为基础，考
察有效的参与机制在各个政策环节的搭建过程。 在这一全过程政策参与机制中，人民政协都

发挥着关键作用。 接下来，笔者先进入第一部分即接诉即办的政策过程分析。 这一分析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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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自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开始与北京市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以下简称市政务局）合作，针对接诉即办改革进行研究。
从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至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再进一步围绕北京市政协的“每月一题”民主监督工作进行研究。 其中，笔者以外部

专家身份与政协委员一起持续参加了各项调研、座谈及内部协商活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课题组：《坚持人民至上，共创美好生活———北京党建引领接诉即办改革发展报告》，
《管理世界》，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李文钊：《超大城市的互动治理及其机制建构———以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为例》，《电子政务》，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１ 期。
燕继荣、张志原：《市民诉求驱动的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创新———以北京市 Ｆ 街道“接诉即办”实践为例》，《中国行政管

理》，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０ 期。
孟天广、黄种滨、张小劲：《政务热线驱动的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创新———以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为例》，《公共管理学

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王程伟、马亮：《绩效反馈何以推动绩效改进———北京市“接诉即办”的实证研究》，《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１ 期。



时适用于接诉即办的具体个案以及“每月一题”机制，因此需要从微观和宏观维度去分别加以

考察。
（一）微观维度的接诉即办

微观维度的分析对象是每一项市民诉求的个案办理流程，分为如下五个环节①：（１）诉求提

交。 市民作为诉求主体，可以直接拨打北京市“１２３４５”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提出其诉求。 该热线

平台归属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其主管单位是北京市政务局。 （２）诉求派单。 根据诉求类型，例如

咨询、求助、建议等，热线平台进行分类处置，有些诉求按照法规文件现场回答，更多诉求则被派

给不同承办部门。 其中，权责明确的问题，被直接派给相应街镇或者部门。 接到派单的单位必须

在时限内办理诉求。 （３）协调推动。 当诉求不能直接派到具体单位时，就会涉及协调问题。 一

种情况是无法直接确定具体承办单位，就派单至区人民政府，并由其协调推动相关单位解决诉

求。 另一种情况是诉求涉及多个单位，则接到热线平台派单的单位成为首接单位。 根据“首接

负责制”，该单位有责任牵头协调其他相关单位，后者应当予以配合②。 （４）办理诉求。 在办理责

任及分工明确之后，相关街镇、部门就要解决诉求。 如有需要，相关村居委员会要协助承办单位

处理诉求问题。 （５）回访评价。 到办理时限期满，热线平台将对诉求主体进行电话回访。 回访

内容是确认办理单位的响应和解决情况，特别是市民对办理结果是否满意。 对于这一诉求个案

的办理流程分析，参见图 １（ａ）。
就上述个案办理流程，我们还能从政策过程框架来进行理论层面的考察，具体参见图 １（ｂ）。

实际上，每项诉求从提交到回访的办理流程，也是一次针对具体问题而启动的政策应对。 因此，
个案办理流程就呈现为一个微观但完整的政策过程，其中的办理环节就对应各项政策过程环节：
（１）政策问题环节。 这是政策过程的起点。 当市民提出其个案诉求，从城市治理角度来说，就是

要应对一个现实发生的政策问题。 （２）议程设置环节。 这是指确定问题的性质及权责归属，是
将问题的关注主体从一般市民转变到具体政府部门③。 因此诉求派单就是一个议程设置过程。
热线平台根据分类处置规则，现场回答诉求，或是派单给特定街镇、部门乃至于区政府。 这实际

图 １　 诉求个案的办理流程及政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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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个案诉求办理的规范工作流程，参见《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４ 日通过），其
中第二章“诉求办理”部分。 关于更具体的工作层面流程，参见调研资料《北京市党建引领接诉即办情况介绍》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稿），北京市政务局提供。
参见《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第十二条、第十四条。
问题只有被识别为议程，才能引发具体部门的应对解决。 这一“从政府的角度认识问题的过程”就是议程设置，而“问
题被提出的方式和形式”则是其决定因素。 参见迈克尔·豪利特、Ｍ. 拉米什：《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

统》，第 １８０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６ 年版。



上就是将市民诉求转化为具体的政策议程①。 （３）方案决策环节。 在这个环节，接到派单的责任

部门要研究制定解决诉求的具体措施。 在单一部门内部，主要是明确责任和出台措施。 如果需

要首接部门牵头甚至区政府协调推动，就涉及更加多元化的责权分配、方案协商及相互配合。 因

此，方案决策环节的重点就是各承办单位之间的协调过程。 （４）政策执行环节。 在方案措施确

定之后，就要具体办理诉求。 对于咨询类诉求，相关部门可以直接回复市民。 如果涉及现场问

题，政策执行就是指相关部门就要下到基层，以落实之前拟定的决策。 在这个环节，街镇、社区要

完成更多的一线工作。 （５）政策评估环节。 热线平台的电话回访，就是以评估形式为这一政策

过程收尾。 通过回访评价，市民给出“响应率、解决率及满意率”的答复，也就完成了对本次个案

办理的政策评估。
（二）宏观维度的“每月一题”
围绕个案的接诉办理是微观层面的运行。 而随着个案数据的积累，就必然能发现诉求集中

的共性问题。 此时在个案办理之外，就还可以针对“重点领域和区域”的共性问题进行主动的宏

观政策应对。 在接诉即办改革中，这一做法就被称为“主动治理”②。 北京市自 ２０２１ 年开始深化

接诉即办改革，建立“每月一题”新工作机制，并作为主动治理的主抓手。 其具体做法是，每年根

据上一年度诉求总量进行大数据分析，形成一批诉求量大、涉及面广以及社会关注度高的重点问

题。 每月一题采取“党建引领高位统筹、市级部门牵头主责，全程督办多方核验”的运行机制，每
个选定的问题都明确一个市级部门牵头主责③。 其中，党委高位统筹是“每月一题”机制的突出

特点。 为此，在北京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下增设了“接诉即办”改革专项小组（以下简称“专
项小组”），负责全市接诉即办改革的“顶层设计、统筹谋划、整体推进”④。

围绕“每月一题”机制，接诉即办的工作实践就从个案办理提升到宏观政策维度。 显然，这
一宏观维度的工作流程也可以用一个政策过程来呈现。 这一政策过程包含了如下政策环节：

１. 问题及议程环节。 由于每月一题属于主动治理范畴，政策问题是从存量诉求数据中分析

梳理获得，部门职责的分配也在这一分析过程中同步完成。 因此在“每月一题”中，问题与议程

环节就是同步运行的。 在这个环节，主要工作就是依据上一年度民生热线的诉求数据，聚焦高频

难点问题，再研判分析形成当年度的“每月一题”。 “每月一题”的年度工作计划是由专项小组完

成，并下发到各部门单位。 与此同时，年度选题都在上一年末完成，还要经由市委常委会正式研

究确定，形成工作方案并确定各主责部门⑤。
２. 方案决策环节。 这一环节是确定问题的政策应对方式。 相比个案办理，宏观政策应对的复

杂性只会更高，也涉及多个单位之间的相互协调。 在实践中，这种跨部门协调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方

案决策形式，即工作推进会与专项小组会议⑥。 在第一种情况下，工作推进会是在部门层面进行，
其目的是协调不同单位完善治理措施。 由于市政务局也承担着专项小组办公室的职责，因此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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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议程设置在诉求办理流程中尤其重要。 这是因为改革从一开始就确定了宽口径的接诉原则，不给诉求类型设过多限制。
这样诉求形式就非常多元化，也就增加了派单工作的复杂度。 基于笔者对市政务局的调研（调研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参见《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第三章“主动治理”。
基于调研资料《主动治理与每月一题》，北京市政务局提供（调研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北京市委“接诉即办”改革专项小组课题组：《“每月一题”：推动接诉即办改革向主动治理深化》，载张革、张强主编：
《北京接诉即办改革发展报告（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２）》，第 ９５—１０３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２ 年版。
比如，２０２４ 年“每月一题”工作方案就是在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的市委常委会上通过的。 参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接诉即办工作和 ２０２４ 年重要民生实事项目等事项》，《北京日报》，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基于笔者对北京市政协“每月一题”民主监督工作专班工作人员的访谈（调研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５ 月）及部门提供的工作推

进会资料（调研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为推进会的牵头单位。 市政务局每月牵头召开一次接诉即办工作推进会，参与方除了各市级部门

外，也有问题相关的区、企业等有关单位。 在会上，主责部门要汇报工作进度，各单位则对工作推进

中的难点问题提出意见建议。 第二种情况则是专项小组层面的月度例会。 相比推进会的重点在协

商，月度例会则更侧重决策。 作为党委决策议事协调机构，专项小组是在市委领导下整体负责接诉

即办改革工作。 因此，专项小组是通过月度例会形式对当月议题进行专项调度，包括研究解决具体

问题，督促各单位的工作推进等①。
３. 执行环节。 接下来就是各单位具体解决问题，落实主动治理。 执行环节的主体是部门机

构与各区单位。 执行的具体机制是“一方案三清单”，即问题解决方案和责任清单、政策清单及

任务清单。 其中，一份方案是梳理问题和应对思路，三份清单则分别列明部门责任、拟出台政策

及具体任务。 比如说，２０２３ 年度“每月一题”中有一项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问题。 其责任清

单中就明确市卫健委是主责部门，各区作为配合单位。 政策清单中则列明将出台的政策，包括拟

定标题、发文方式及出台时间。 任务清单按照时间进度列明了各项具体的任务计划。 更具体来

说，在上述方案中提出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诊时间不足的问题。 因此，政策清单中就列明市卫

健委将在 ２ 月出台延长服务时间的文件。 同时，任务清单中也列明要在 ７ 月前落实延时服务、周
末开诊等具体目标②。 因此，作为主责部门的卫健委，依照上述方案和清单内容来具体履行其工

作职责。
４. 评估环节。 最后是评估主动治理的实际成效。 评估机制是市委召开的月度工作点评会，

评估主体包括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 评估对象则包括全市 １６ 个区 ３００ 多个街乡、部门及国

有企业，也就是“每月一题”的各责任单位。 月度点评的基本依据是上一月份各单位接诉即办的

综合评分情况，即在个案“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基础上汇总形成的评分排名。 市委书记在部

署工作及通报整体情况之外，还会对在全市排名中位于前列与靠后的单位进行点名通报。 点评

会情况与单位排名还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 例如，２０２４ 年 ４ 月的点评会就公布了排名最后的十

个街镇，包括区、部门及国企排名的最后一位③。 由此，点评会就将评估压力从市委切实传递到

各单位层面，形成了有效的激励作用。 关于“每月一题”的工作流程及其对应的政策过程，参见

图 ２。

图 ２　 “每月一题”的工作流程及政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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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笔者对参加专项小组月度例会的市政协委员的访谈（访谈时间：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基于调研资料《“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问题”解决方案及相关清单》，北京市卫健委提供（调研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参见《市委召开月度点评会》，《北京日报》，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



三、政策参与分析：实现及其限度

上文是接诉即办改革的政策过程分析，也是接下来探究政策参与实践的基础。 这是因为，作
为民主实践的基本形式，政策参与并不会凭空或自发形成。 实际上，任何持续性、有意义的政策

参与总是要先确定两个前提。 其一是参与主体，即什么人或什么团体可以参与。 其二是参与机

制，即参与的具体程序规则①。 为了确保政策参与的成效，参与主体和参与机制还必须与政策过

程各环节相衔接。 具体到本文所讨论的改革实践，就是人民群众的全过程政策参与也必须在接

诉即办的政策过程之中完成。 而且，参与主体、参与机制与各政策环节的衔接越具体越充分，参
与行为对政策成效的影响才会越显著。

（一）政策参与的实现

在上述接诉即办的实践过程中，政策参与在微观和宏观两个维度都有所实现。 我们可以结

合上文图示内容来加以考察。
１. 微观维度的政策参与。 首先，在诉求个案的办理流程中，政策参与的主体就是拨打服务热

线电话的市民，也就是图 １ 中的“诉求主体”。 其次，市民的政策参与发生在政策过程的两个环节，
即图１（ｂ）中“政策问题”和“政策评估”。 如该图所示，这两个环节正处于政策过程的开启与结束两

端。 这样，围绕诉求个案办理的政策参与就是以市民问题开启，也以市民评估结束。 最后，市民主

体的参与机制都是以服务热线形式来实现。 在问题环节，市民通过自主拨打电话来启动政策过程。
在评估环节，则是市民对回访电话进行“响应率、解决率及满意率”反馈，并以此来结束政策过程。

这一微观维度的政策参与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即个体性、直接性以及闭环性。 具体来说，就
是市民参与是以个体身份完成，无须以其他组织或团体为中介。 市民参与又是通过电话直接完

成，而无须依赖更复杂的规则或技术条件。 就这两点而言，现有改革机制实现了一种自下而上的

“界定相关公众”的有效途径②。 由此，就落实了市民参与的主动和便利，从而确保了参与畅通。
究其原因，这是源于以市民诉求驱动城市治理的整体改革思路。 同时，也得益于具体的机制设计

及技术支持，使得市民电话反馈成为各单位的刚性考核依据。 这样在部门的接诉即办工作流程

中，就是以市民诉求开启，又结束于市民评价，从而实现了民主参与的流程闭环。
２. 宏观维度的政策参与。 相比微观维度，宏观政策参与的最大变化发生在参与主体层面。 一

方面，参与环节仍然发生在政策过程的两端，即图 ２ 中的“问题及议程”和“评估”。 因此，政策参与

仍然实现了闭环。 另一方面，“每月一题”是建立在个案数据汇总基础上的主动治理进程。 因此，政
策过程两端的参与就不再是个体层面的，而是整体性的公众诉求及公众反馈。 换言之，此时的政策

参与虽仍以个体诉求汇总而成，但已经被转换成为整体数据，并由此成为宏观政策过程的民意基

础。 而且，上述“转换”也意味着参与机制的提升。 相比个体参与的直接性，宏观整体参与要借助于

更为复杂的系统性安排。 这一安排也符合典型的政治系统模式，即在参与机制中构建稳定的系统

输入渠道。 其中，既有作为需求性输入的市民诉求，也有作为支持性输入的市民评价③。 具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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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参与研究总是快速聚焦在对“参与形式及其程序规则进行描述、分析”的层面。 参见王锡锌编：《行政过程中公

众参与的制度实践》，第 ５—１１ 页，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版。
尤其是对于“无组织化状态”的相关公众，这种“公众自己界定他们自己”的形式实际上能起到某种“公民民意调查”的
效果。 参见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第 ４５—５２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版。
在政治系统分析中，社会之于政治的输入包含需求与支持两类，政策输出则作为政治系统之于社会的反馈。 参见戴

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第 ２７—３０ 页，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版。



说，在诉求端，从上一年度诉求数据到“每月一题”的成型，就依赖于一个包含各单位、专项小组

以及市委决策的宏观机制安排。 同样，在评价端，上一月份的个案评价数据也要经由各单位及专

项小组的汇总研判，才能形成市委月度点评会上的评分排名。 因此，这一排名也是宏观机制安排

的结果，并成为各单位下一轮政策输出的民意依据。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确认接诉即办改革中的政策参与成效。 以技术手段为基础，改革给

市民主体搭建了相对便利的参与渠道。 个体层面的诉求及评价可以顺利完成。 同时，经由“每
月一题”的主动治理机制，市民的整体参与以累计汇总数据的形式呈现，并成为治理问题及评价

的基本依据。 更重要的是，在两个维度的运行中，参与都进入政策过程的起始及结束两端。 通过

这种闭环式的参与机制，市民输入能够有效地牵引部门行为，进而驱动政策输出的方向。 实际

上，这也就是以市民诉求来驱动城市治理进程的关键所在。
（二）政策参与的限度

尽管既有政策参与的成效是明显的，但是其限度也仍然存在。 而且，这些局限性也正与上述

分析中的参与特征相关联。 一方面，参与限度源于政策参与的个体化。 这一点尤其影响到宏观

的主动治理过程。 在个案诉求办理中，市民个体的直接参与使得问题与回应高度相关，也就充分

实现了其参与效能。 而在宏观政策过程中，参与是源自个体数据的加总。 但是就社会领域而言，
个体加总有时候并不能反映结构层面的整体信息。 比如说在老旧小区治理中，居民诉求肯定是

个体化的，像某个具体的设施老化、管线堵塞或者违建等。 但是在这些个体诉求背后，其实存在

着基层自治、物业管理、城市更新等结构性问题。 而要发现并治理这类问题，就需要更深入的政

策参与形式，比如入户调查、居民议事、志愿活动等①。 显然，上述深度参与依赖于更有组织性的

政策参与机制，而不是对个体诉求的简单汇总。 而且只有借助更具有组织性的参与机制，在各诉

求主体之间以及在诉求主体和治理主体之间，彼此观点才能持续有效地交流、审议、整合并最终

凝聚形成共识。 换言之，组织性的参与才能持续保证主体的参与激励，从而在政策过程中坚持民

主协商的实践，并实质性地提升治理成效②。
另一方面，参与限度还来自现有参与的覆盖范围。 政策参与在政策过程两端已经实现闭环，

但是就政策环节的全链条来说，正如图 ２ 所呈现的，参与仍然没有覆盖方案、决策、执行等关键的

中段环节。 如果说个案诉求相对简单，其办理过程中段还具有一定部门行政特征，相比而言，
“每月一题”中参与覆盖的局限性就更加凸显。 由于中间环节涉及大量的部门协作、方案研判及

党政决策，因此更清晰地呈现了城市治理的公共政策属性。 在实践中，这一政策参与的不完整性

也正是城市治理的普遍短板所在。 在现阶段，市民对城市公共政策的参与一般都集中在公众满

意度或意见征求，而非直接的政策制定③。 相应的，更具实质性的市民参与也总是发生在社区、
小区范围，所涉及的治理体系最高达到街道办事处一级④。 然而，更宏观层面的城市治理参与，
就必然要覆盖行政部门的方案制定、党政决策等政策过程中段的关键环节。 如果城市治理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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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调研资料《多元共建在基层社会治理显成效———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街道合力攻坚央产老旧小区治理》，收录于

《北京党建引领接诉即办改革典型案例（２０２２ 年）》，北京市政务局提供（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在中国协商治理的实践中，首要难题就是如何激发维系普通主体的参与动机和协商意愿。 参见唐皇凤：《协商治理的

中国实践：经验、问题与展望》，《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孙彩红：《公民参与城市政府公共政策的实证研究———基于五个城市政府网站数据的分析》，《行政论坛》，２０１８ 年

第 １ 期。
这就使得城市治理参与研究只能下沉到“城市基层治理”层面。 参见赵聚军、张雪莉：《城市基层治理中的居民参与与

基层管理体制优化———基于四个异质性小区的调查》，《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



题的确关乎广大居民的生活关切，其应对又取决于整个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行，那么构建一个全过

程、全链条的政策参与路径就不可或缺。

四、全过程政策参与的构建

政策参与需要覆盖政策中段环节，也需要构建组织性的参与机制。 上述参与的限度其实也指向

进一步改革的潜力和方向。 为此，北京市自２０２３ 年开始深化接诉即办改革，将政协履职与“每月一题”
机制结合起来。 在具体做法上，市政协针对年度“每月一题”中的具体议题，组织开展“各界委员齐参

与，每月一题聚共识”民主监督工作（下文中简称“政协民主监督”）。 经由政协委员的监督履职，社会

民意被吸纳进“每月一题”的党政决策进程。 由此，接诉即办的全过程政策参与也得以构建成型。
（一）新机制的基本架构

从基本定位上说，政协民主监督这一新机制是政协自身职能与北京市中心工作的结合，是市

政协“实现与党政工作同频共振的重要抓手”①。 因此，理解新机制的要点就在于政协监督与党

政决策这两方面工作之间的衔接关系。 这也是政协民主监督能够发挥其政策参与效能的关键所

在。 由此，也就需要从这两个方向来考察其机制架构。
一方面，政协内部的架构。 围绕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相关工作机制涵盖了从党组到委员个人

的多个层面②。 首先，市政协层面的民主监督工作专班。 该工作专班由市政协主席任组长，两位

副主席任副组长。 专班办公室由政协秘书长担任主任，其工作人员来自政协各专委会、办公厅、
研究室等。 其次，专委会层面的议题监督小组。 围绕年度“每月一题”的选题，市政协以下属各

专委会为基础建立对应的议题监督小组，其主要职责是组织调研及协商建言活动③。 需要特别

指出的是，这些议题监督小组实际上是开放性的组织架构。 在职责上，议题监督小组是民主监督工

作的主体，政协各专委会则是其“支持部门”，承担组织、服务和保障工作。 这就涉及最后一点，即政

协委员层面。 由于议题监督小组的开放性架构，政协委员是以自愿报名的形式参加各小组④。 因

此，小组成员也并不与专委会重合，运行上则是采取召集人制。 而且，召集人有专委会的负责人，但
更多的还是由议题相关专业背景的普通委员担任⑤。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议题监督小组的定位及

其架构对于委员履职非常关键，这也为监督工作的开放参与构建了良好的组织人员基础。
另一方面，改革运行的整体架构。 如前文所述，新机制要确保政协监督与党政决策的衔接。

这一点需要在改革运行的整体架构层面来实现⑥。 首先，民主监督工作专班的人员构成也是开

放的，专班办公室的一名副主任由市政务局的副局长担任。 这样，在专班层面就形成政协与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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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调研资料《北京市政协关于开展 ２０２４ 年“各界委员齐参与每月一题聚共识”民主监督工作的方案》，北京市政协提供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下述政协架构方面的信息，基于 ２０２３ 年和 ２０２４ 年的政协民主监督工作方案，以及笔者参加 ２０２３ 年和 ２０２４ 年政协民

主监督工作动员部署会的记录（调研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４ 月及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比如，在 ２０２３ 年工作方案中安排了重点群体就业、民办义务教育规范管理等十个议题，在 ２０２４ 年工作方案中则安排

了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餐饮油烟治理等十二个议题。
据统计，２０２３ 年报名参加民主监督的政协委员接近 ４００ 人。 到 ２０２４ 年，这一人数达到 ５００ 名，占全体市政协委员人数

的 ６６％ 。 基于笔者在市政协参加的调研会议记录（调研时间：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比如，对于餐饮油烟治理议题，其支持部门是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和建设委员会。 同时，该议题监督小组的三名召集

人则分别来自环保专业机构、能源类社会组织及咨询业界。
下述整体架构方面的信息，基于 ２０２３ 年政协民主监督工作方案（调研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４ 月）以及部门提供的工作推进会

资料（调研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局之间的机制性沟通，从而强化了政协民主监督与接诉即办改革本身的工作衔接。 其次，作为全

面统筹推进接诉即办改革的专项小组，其办公室也设在市政务局。 同时，专项小组办公室还建立

起包括政协议题监督小组、政务局和议题主责部门的三方联系机制。 最后，还有关键的一点，即
专项小组的组长由市政协主要领导兼任。 对于政协工作与接诉即办改革来说，二者就分享同一

个上级决策点。 两项工作向同一个领导汇报，自然更有助于其相互协调与衔接。
（二）新机制的运行过程

在新架构的基础上，新的机制运行才得以实现。 在这一运行过程中，政协委员通过专项调

研、协商座谈、决策建言等具体履职形式，吸纳整合来自基层、公众、企业等议题相关群体的观点

意见，并将之反馈给各中间环节，从而实现每月一题的全过程政策参与。 这样，新机制就在原有

基础上扩展成为一个新的政策过程。 这一新政策过程如图 ３ 所示，其重点就是新增的政策参与

内容，而原有政策过程即图 ２ 内容呈现在灰色方框中。 这些新的政策参与内容分为两大类，即社

会公众对政协民主监督机制的参与，以及政协对“每月一题”政策过程的参与。

图 ３　 新政策过程：政协民主监督 ＋每月一题

１. 社会公众对监督机制的参与。 这一类参与的主要途径是政协议题监督小组的调研活动。
调研活动以参加小组的政协委员为主体，也包括议题相关的政府部门和从业机构人员。 调研对

象是议题相关的基层部门、社区及企业单位等。 调研方式则包括现场视察、听取汇报及座谈会。
以 ２０２３ 年“重点群体就业问题”调研为例，参加调研的成员有政协委员、市人保局处室负责人以

及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代表。 调研对象是北京市的议题相关企业及群体，包括几家重要的互联

网招聘企业、劳务派遣公司及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议题监督小组会现场考察企业运行情况，听取

部门、企业、职工代表的意见建议，了解重点就业群体的需求及困难。 类似的还有 ２０２３ 年的“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问题”调研，涉及社区卫生机构的医药供给、人才培训、服务方式等方面。
因此，调研成员来自市政协、市区两级的卫健委及政务服务部门，调研对象是街道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基层社区组织及居民等。 调研活动包括了解卫生服务中心的运营状况和服务质量，现场

访谈社区医生及居民，听取部门汇报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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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基于笔者的调研记录及市政协提供的相关调研资料。 笔者以外部专家身份参加了这两个议题监督小组的调研活动

（调研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经由调研活动，各方意见观点被议题监督小组所吸纳，社会公众得以参与到议题的监督进程

之中。 实际上就衔接社会公众与政策过程来说，这一机制有着双重功能。 从政策视角出发，这是

一个由政协启动的促进政策完善的监督机制。 同时从社会公众视角出发，这也是一个依托政协

平台寻求共识的协商机制。 比如 ２０２４ 年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议题，调研对象就涉及

城市管理部门、电网公司、充电设施企业、车辆生产商及居民社区等不同相关主体。 这些主体处

于电动自行车产业链条及使用环境的不同位置，在安全责任、设施布局、电价分摊等问题上也都

有着不同诉求。 因此，监督小组的调研活动就成为上述各方彼此表达诉求、沟通协商的一个重要

平台①。 就此而言，议题监督活动就成为协商民主的一个实践机制。 相应地，人民政协作为专门

协商机构的角色也获得了一个制度化运行的途径。
２. 政协对政策过程的参与。 议题监督小组在吸纳整合社会民意之后，接下来就要形成政策

建议并反馈给党政部门，这就是政协对政策过程的参与。 它构成了新机制运行的后半段，也是补

全政策参与全链条的关键步骤。 这一参与在各环节都有其具体实现途径。 一方面，对方案决策

环节的参与，即图 ３ 中的参与 １ 和参与 ２。 如前所述，在“每月一题”的政策过程中，方案决策环

节涉及的是专项小组例会和部门的工作推进会。 这两类会议都是围绕特定议题召开的月度会

议。 而在新机制的运行过程中，相关议题监督小组都会选派政协委员参会建言。 在会上，政协委

员可以知晓当前政策的推进情况，并通报议题监督和民主协商的进展。 更为重要的是，政协委员

能在会上向各部门提交调研成果，围绕关键问题向决策方反馈社会公众意见，从而发挥建言资政

作用。 在会上，专项小组的领导会肯定和吸收政协委员的建议，并指示相关责任部门将建议融入

其后续的工作方案之中②。 另外，会上发言的内容是由召集人在小组全体成员的意见基础上综

合形成。 这些意见既有源自小组的集体调研，也有委员的自身工作经验或个人调研所得。 比如

说在重点人群就业问题方面，有的政协委员是大专院校领导或工会干部，就会去了解本校学生或工

会成员的就业情况。 此外，有的政协委员是区级政协的领导，就还会再次组织区一级的重点调研③。
另一方面，对执行环节的参与，即图 ３ 中的参与 ３。 由于政策执行主要由主责部门承担，因

此议题监督小组还会主动联系相关主责部门，了解工作推进和实施进展。 这类活动一般是采取

会议协商形式。 有的是邀请主责部门到政协机关召开通报会，有的则是议题监督小组去部门机

关召开座谈会。 比如说，围绕 ２００３ 年“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问题”，议题监督小组就在政协机

关召开情况通报会，邀请市卫健委领导及多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参加。 在会上，市卫健

委围绕年度目标、工作措施进行汇报，尤其是对照任务清单解释说明下一步工作方向，包括服务

网络布局，人才队伍建设等。 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则重点汇报药品供给、就诊回访、延时门诊等

具体工作的落实情况④。 此外，对于 ２０２４ 年的“重点群体就业质量问题”，该议题监督小组则主

动到市人保局走访并召开座谈会。 会上，人保局介绍灵活就业和劳动参保方面的最新变化、劳动

诉求的重点领域和问题等。 作为议题主责部门，人保局还重点说明该议题“一方案三清单”的制

定进度、下一步的工作计划等⑤。
如上所述，经由政协民主监督机制的运行，包括其各类调研、协商、建言等活动，社会公众就

获得了一个对每月一题政策过程中段的参与途径。 在新的政策运行过程中，社会公众对政策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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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笔者参加该议题监督小组的调研记录（调研时间：２０２４ 年 １ 月及 ４ 月）。
笔者参加北京市政协“每月一题”民主监督工作专班会议的调研记录（调研时间：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笔者对参加议题监督小组及月度例会的市政协委员的访谈（访谈时间：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笔者参加该次通报会的调研记录（调研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笔者参加该次座谈会的调研记录（调研时间：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始（问题及议程）及结尾环节（评估）的参与是基于个体参与数据的汇总，参与的中介载体主要是

党政部门。 相比而言，社会公众对政策中段各环节的参与则是以人民政协为载体，并且形成了一

种兼具组织性及互动性的新参与形式。 由此，在接诉即办改革的最新探索中，通过政协民主监督

和每月一题相结合，就构建起一个全过程政策参与的实践路径。

五、结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化发展

回溯从接诉即办改革到政协民主监督的最新探索，其价值不仅在于对中国特色城市治理现

代化的有益尝试，更在于构建了一条全过程政策参与的实践路径。 这一实践路径寓政协监督于

政策全过程，聚焦协商民主以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 同时，这一路径也遵循着中国式现

代化的本质要求，将建设人民城市、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治理实践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 新的每月一题机制以市民诉求为起点，以治理提升为终点，构建了全新的政策运行过程。 在

这一政策过程中，民主形式的制度化是服务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最大程度地发挥了治理型民主

的特质，也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 总结起来，在这一从民主实践通

向善治绩效的发展路径中，包含了参与、政策、协商这几个关键性节点。
第一，民主实践聚焦参与。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落实，关键是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践行民主，通

过实践健全其制度体系。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关键也是保障人民在治理活动中依法行使其各项

民主权利。 就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般发展进程而言，必须确保民主与治理的“耦合共进”，也就

是要把民主落实到具体的治理场域之中。 而要以民主赋能治理，其首要的作用机理也是确保多

元主体的广泛参与①。 因此，在民主实践与治理目标之间，尤其是将民主优势转化为治理绩效的

过程中，人民的参与总是起着关键作用。 具体落实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形态，人民的需求就

应该成为民主实践的起点。 而这些需求只有在人民对公共事务和公共决策的参与过程中，才能

被党和政府经由具体机制去发展和识别出来②。
与此同时，政治制度建构的内生性逻辑也表明，观念、话语等能动性因素对于解释连续性制度

变迁具有关键意义。 在观念因素的引导下，制度是主体重复性实践的结果，而行动主体的稳定互动

和集体共识则确保了制度的客观性和实在性③。 这就说明，民主制度体系的健全离不开民主话语

体系的完善及其引发的实践创新。 在话语和制度逐步健全的过程中，国家视角下的制度建设与

人民视角中的民主参与这两者必然是一种相辅相成、彼此促进的关系。 就此而言，党的二十大提

出“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⑤，都
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二，参与实践围绕政策。 人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落实，关键是在参与实践中找到有效的平

台抓手。 民主参与可以借助投票、立法、管理等不同方式来实现。 就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层

次而言，参与实践应该是全过程和全覆盖的，尤其是对日常政治生活的持续参与。 而公共政策

过程恰恰是这一日常政治生活的典型代表。 公共政策必须服务于公共利益，也必须向公众负

责。 正因如此，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落实人民主权的新形态，必须确保公民在决策前、决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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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决策后的全过程参与，从而在集思广益中找到最优方案①。 在参与实践中，政策民主为群众

参与构建了多种途径和形式，也提供了持续性参与的可能。 政策过程体现着民主参与的广泛

性和真实性。 就此而言，公共政策过程的民主建设就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集中体现，也是其题

中应有之义②。
更进一步说，参与实践围绕公共政策展开，各个政策环节就承载起具体的参与机制。 这样，

参与实践就更容易向一个制度化的方向发展。 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由于政府行为依赖法律授权

与法定程序，公共政策就必须严守法治化和制度化的要求。 因此，政策参与也就最能够遵循一种

制度化、有序化的方式来加以推进，从而与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的目标相契合。 而且，
伴随着相关政策参与机制的构建，在政策过程各环节中也能够探索发现最合适的民主参与场景，
从而在渐进实践中完善其制度化水平。 最终，人民群众是通过参与直接感受到政策过程的优化

和政策效果的提升。 政策参与也将人民的参与输入与治理的绩效输出衔接起来。 在这样的日常

政治生活实践中，人民政治参与的有序扩大将转换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持续优化。 民主与治理形

成相互促进，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够被充分激发起来。
第三，政策实践立足协商。 全过程政策参与的落实，关键是在政策运行进程中确保团结共

识。 从治理角度来说，公共政策是将社会分殊利益整合成为公共利益的过程。 在这一整合过程

中，差异化的理念、诉求和偏好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有效调适差异而不是放大分歧，社会团结与

共识凝聚就成为实现政策公共属性的必然要求。 实际上，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一种新形态，全过

程人民民主也是为了回应属于全人类的民主的本源问题，并为之提出一种中国解决方案。 而在

这一方案中，相比于西方民主诉诸竞争性选举机制，中国民主的特征是将权力授予及其行使相区

分，通过广泛有序的协商和参与来实现政策选择③。 由此，中国的民主实践才得以避免西方民主

那种恶性竞争所引发的社会撕裂。 在这其中，协商的治理功能和治理价值都是不可或缺的。
在这一民主实践中，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是全过

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④。 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协商民主

能在最大程度上促成政策参与各方的团结共识，确保政策参与实践的有序发展。 北京市接诉即

办改革的新探索也证明，人民政协通过其民主监督机制，在政策过程中能够充分承担其作为专门

协商机构的职能。 以协商式监督吸纳公众有序参与，人民政协将委员履职聚焦于人民诉求，使协

商实践和参与实践有效衔接起来。 以凝聚共识为基础，政协民主监督在激发公众参与积极性的

同时推动政策平稳运行，进而为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探索出一条切实有效的实践路径。

作者：涂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市，１０２４８８）、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

研究所（北京市，１００７３２）
（责任编辑：林立公）

·９４１·

全过程政策参与的实践路径

①

②
③
④

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课题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与探索———民主自由人权的中国实践》，《求是》，２０２１ 年第

２４ 期。
张君：《全过程人民民主：新时代人民民主的新形态》，第 ６９—７０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４ 年版。
程竹汝：《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之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７５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２４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Ｆｒｏ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ｔｏ Ｅｃｏｌｏｇｉｓｍ：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ｇｅｎｄａ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Ｇｅ Ｔｉａｎｒｅｎ， Ｍｅｎｇ Ｔｉａｎｇｕａｎｇ（１２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ｐａｃｅｓ， ｕｓｈｅｒ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ｔｏ ａ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ｆａｃｉｎｇ ａ ｍｙｒｉａｄ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ｎｅｗ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ｒｅｖｉｓｉｔ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ｇｉｍ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ａ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Ｉｔ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ｆｒｏｍ 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ｅｒａ，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ｓ ｎｏｔ ｍｕｔｕａｌｌｙ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ｒａｔｈｅｒ， ｉｔ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ｈ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ｇｅｎｄａ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ｉａｄｉｃ ｓｐａｃｅ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ｍｏｎｇ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ｕｒｂａ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ａ Ｗｈｏｌ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Ａ ｎｅｗ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ｗｉｆ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ＣＰＰＣＣ'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Ｔｕ Ｆｅｎｇ（１３７）……………………………………………………………………………………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ｂｒｏａｄ ｒｏｏｍ ｆｏ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ｌｌ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ｃｈａｉ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ｗｈｏｌ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ｆｉｎｄｓ ｉｔ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 ｓｗｉｆ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Ｔｈｉｓ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ｍｂ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ＰＣＣ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ｓｏ ｔｈａ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ｃｏｖｅｒ ａｌ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ｔｈｅ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ｎｔｈ”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ｉｓｓｕ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９７１·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ｒｏｕｐ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ｓｅｔ ｕｐ ａｔ ｔｈｅ ＣＰＰＣＣ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ａｇｅｎｄａ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ｐｈａｓｅ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ｓ ｄａｔａ．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ｗｉｔｈ ａ ｎｅｗ ｗａｙ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ｂｏ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Ｓ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ｃａｎ ｂ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ｄ⁃ｓｔａｇ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ｌ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ＰＰＣＣ ｈ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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